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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 2003—201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 GML) 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深入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未显现; 结构转型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OFDI 与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存在协同提升效应。OFDI、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时空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

当 OFDI为门槛变量时，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起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基于以上结论，中
国应当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助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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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然而，在经济

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数据表
明: 1978—2017 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 7 倍之多，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此外，作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超过 60 亿吨，占全
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除此之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粉尘等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都居于世界前列。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不仅要强调速度，更应该注重质
量。要想突破当前的经济发展困境，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由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环境友好
型、资源节约型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进一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
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和内生演化动力，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1］。
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 OFDI) 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渠道，已经被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所
证实［2］。自从 2000 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 OFDI 发展迅速。截至 2018 年，中国 OFDI 流量
已达到 1 430. 4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中国 OFDI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主要的
投资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将资本深
入到国外技术清洁密集区，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清洁技术，对本国经济绿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与
此同时，结构转型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独立源泉之一［3］，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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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关键目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都经历了从第一产
业为主到第二产业为主再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阶段，在此过程中，人均收入也在逐步增加，中国当

前也正经历着同样的产业结构转型阶段。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并于 2013 年首次超过
工业，到 2017 年，服务业占 GDP比重已达到 51. 6%，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部门。众多研
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4］。由上述研究可知，OFDI、结构转型均是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那么 OFDI、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到底存在何种
影响机制以及数量关系? 两者是否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共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回答上述问

题，不仅可以进一步厘清 OFDI、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为提升中国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借鉴。
二、文献综述
自 Solow［5］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作为投入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要素生产率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更加科学地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能源与环境因素引入到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框架之中，建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考虑到本文的研
究主题，我们将重点梳理 OFDI、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
( 一) 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 OFDI与母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主要围绕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展开，即母国跨

国公司向技术密集型国家投资以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实现反向溢出，推动母国经济转型，从而促进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ogut and Chang［6］最早通过研究日本在美国的投资证明了 OFDI 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的存在性。此后，学者们相继发现 OFDI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国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7 － 8］。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9 － 10］。此外，因受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等条件的
影响，不同国家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有所不同，即吸收能力存在差异性［11］。就现有文献来
看，国内外关于 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相关文献较少。张健和李占风［12］

基于系统 GMM方法，发现中国 OFDI存在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 杨世迪等［13］分别从线性角度和非线性角度证实 OFDI有利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朱文涛等［14］将研究视角拓展到空间进一步证实了 OFDI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 二) 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有关结构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研究，学者们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支持“结构红
利”假说，认为结构转型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5 － 16］。另一种是反对“结构红利”，认为结构转型并不一
定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7 － 18］。面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现状，“以环境
换增长”的发展模式必须彻底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
现经济绿色转型。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是相关文献并
不多，需要进一步拓展。Shimada et al．［19］指出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可通过减少污染排放，进而促
进绿色经济增长; 国内部分学者也得出了相同结论［20 － 21］。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观点，王兵等［22］认
为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分别从 OFDI与产业结构转型两个不同的视角深入考察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机制，并为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对策与建议。然
而，尚未发现有文献深入探讨 OFDI 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基于此，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扩展: ( 1 ) 将 OFDI、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厘清三者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 2) 通过构建两步系统 GMM 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克服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并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分析。( 3)
基于非线性视角，以 OFDI为门槛变量，探讨结构转型对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期在
扩大“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实现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达到配置最优。

—57—



汪克亮，许如玉，赵 斌 对外直接投资、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 一)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OFDI对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1． 投资动机
根据研究，企业 OFDI动机可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与技术寻求型四类［23］。

OFDI的投资动机对于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如果跨国企业以效率和技术寻求为
目的开展 OFDI，它们往往更倾向于向科技发展水平高、环境规制力度严格的发达国家投资，通过学习
和引进东道国先进的生产和清洁技术，促进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企业以资源和市场寻

求为目的，那么投资目标就转向环境规制门槛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此时 OFDI 非但不能提升母国技术
水平，甚至还可能导致技术外漏和人才流失，不利于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是由东道国技术优势企业向投资国的技术扩散和转移，涉及母国企业、产

业和国家 3 个层面的路径转移［24］。从企业层面来看，母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建立跨国子公司，进而通
过人员流动、示范模仿和产业关联效应等渠道实现逆向技术溢出。从产业层面来看，跨国母公司在掌
握东道国先进技术之后，通过示范效应，引发国内其他竞争者对该公司先进技术的模仿与学习，又通

过竞争效应激励其他市场参与者增加科研投入，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使得整个产业的技术

水平得到提升; 从国家层面来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产业间的发展紧密相关，当母国某一产业率

先通过 OFDI取得技术进步，再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将技术反向溢出到上下游的其他产业，引发所有产
业的技术革命，提高整个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 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
本文借鉴傅京燕等［25］的思路，OFDI对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会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

三大效应实现。从规模效应来看，跨国公司通过“走出去”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造
成了更多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不利于母国环境质量的提高; 就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而言，OFDI 可引
进东道国先进清洁技术来实现母国技术的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OFDI对于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存在不确定性与双重效应。基于此，本

文提出第 1 个假说及两个竞争性子假说:
假说 1: OFDI对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
假说 1． 1: OFDI可产生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母国技术进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假说 1． 2: OFDI过程中因受“挤出效应”、本国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对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产生阻碍作用。
( 二) 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显著［26］。本文以产业
结构合理化作为结构转型的代理指标，研究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机制。结构转型对母国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

1． 技术进步、结构协调、要素配置效应
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途径［27］。当某一产业部门首先取得技术进步后，通

过产业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部门推广和扩散，促进其他产业的技术进步，一方面使得企业生产效率得

以提高，另一方面清洁技术的应用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结构协调理论认为，产业之间互相协调既包括产业间量的比例充分协调，也包括产业间质的联系的有

机耦合［28］。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制约，当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化，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业兴起并合理有序地替代落后旧产业，引导市场供需平衡，实现经济、资源、
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根据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表示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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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合理化配置，促使生产资源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带动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以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2． 服务业“成本病”与“离制造化”
服务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但是发达国家在进入“服务经

济”时代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服务业比重的增加而放缓的趋势［29］，产生“服务业成本病”。
放眼中国，近年来，中国经济 GDP增速持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
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并不合理，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而现代服务业发展后劲不足，效率低下，因此在中

国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过度追求“退二进三”，可能会拖慢经济增长速度，阻碍生产率提升。
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在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随着国内原材料等投入要素价格上涨，不少本
土制造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相继走出国门转向海外投资，使得国内的制造业份额减少而服务业发展不

足，导致国内生产萎缩［30］，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结构转型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存在不确定性与双重效应。基于此，本文

提出第 2 个假说及两个竞争性子假说:
假说 2: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双重效应。
假说 2． 1: 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加速要素合理化配置，调整产业布局，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假说 2． 2: 过度追求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未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
( 三) OFDI、结构转型的相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OFDI、结构转型的相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1． 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煤炭、石油等能源是企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投资母国的自然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本国经

济发展需要，跨国企业通过以资源寻求为目的开展的 OFDI投资活动，缓解本国能源紧张问题，促使国内
有限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当国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和市场容量趋于饱和迫使跨国公司打破贸易壁垒，

走出国门以市场寻求为目的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为产品赢得海外新市场，并带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推

动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效率寻求型 OFDI利用国家之间资源禀赋、制度和市
场环境的差异实现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化配置，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目的，推动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企业的发展;技术寻求型企业以获取发达国家核心技术为目标，通过深入发达国家

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以不同渠道引进国内，带动产业的优化升级。基于不同动机的 OFDI，最终都可
以通过带动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2． 基于产业联动视角
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31］，当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倾向于选择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地

位的产业。当某产业在国内丧失比较优势时，通过 OFDI的产业转移效应转向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
区，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为国内腾出资源和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带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获取发达东道国先进生产和清洁技术，通过人

员流动效应、示范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方式实现反向溢出，提升母国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企业生产
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少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促进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综上，本文提出第 3 个假说:
假说 3: OFDI、结构转型的相互作用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达 OFDI、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画出了三者之间的

理论传导机制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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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FDI、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传导机制
注: 图中实线代表正向促进作用，虚线代表反向抑制作用。

四、研究设计
( 一) 模型构建

1． 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OFDI、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模型表示如下:
lnGTFPit = β0 + β1 lnGTFPit－1 + β2 lnOFDIit + β3 lnINDit + β4 ( lnOFDIit × lnINDit ) + β5 lnEＲit

+ β6 lnUＲit + β7 lnGDPit + β8 lnPOPit + β9 lnFDIit + β10TIit + μi + εit ( 1)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 GTFPit 为当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it－1 为滞后一期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 OFDIit 为对外直接投资; INDit 为结构转型; OFDIit × INDit 为对外直接投资与结构转型的交互项;

EＲit、UＲit、GDPit、POPit、FDIit 和 TIit 分别为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
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 β0 为常数项; μi 为不可观察到的地区效应; εit 为误差项。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
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由于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果运用传统静态面板模型估计
方法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而动态 GMM估计能有效解决内生性和解释变量存在滞后
项的模型估计问题。相较于差分 GMM，系统 GMM能够有效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且 GMM两步估计法
得到的标准误能够显著降低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偏差。因此，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估计模型。

2． 面板门槛模型
本文参考 Hansen［32］提出的方法，以 OFDI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结构转型对母国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构建的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lnGTFPit = α0 + α1 lnINDit·I( OFDIit ≤ γ1 ) + α2 lnINDit·I( OFDIit ＞ γ1 ) + α3controlit + εit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GTFPit 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INDit 为结构转型; control是控制变量; I(·) 为指

示函数，若满足括号中的条件，则 I = 1，反之 I = 0; OFDIjt 为门槛变量; γ1 为门槛值; α0 为常数项，α1、
α2、α3 为对应变量的系数; εit 为误差项; 下标 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
(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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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采用 GML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各省
份视为不同的决策单元，分别以劳动、资本和能源消费量作为投入指标 x，各省份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期
望产出 y，各省份二氧化硫与化学需氧量表示非期望产出 b。其中，资本投入是根据永续盘存法估算
得到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为各省份年末就业人数; 能源投入以各省份的能源消费总量来表示，并根

据不同能源品种消费量统一折算为标准煤加总。
设研究时间跨度为 T( 本文为 15 年) ，基于各省份第 t( t = 1，2，…，T) 期的投入产出数据，构造生

产可能集: Pt ( xt ) = { ( yt，bt ) : xt 生产( yt，bt ) }。设全局生产技术集为 PG ( x) = P1 ( x1 ) ∪ P2 ( x2 ) ∪，
…，∪ PT ( xT ) 。根据 Oh［33］ 的做法，GML生产率指数公式为:

GMLt，t +1
i ( x

t，yt，bt ; xt+1，yt+1，bt+1 ) = 1 + DG ( xt，yt，bt ; g)
1 + DG ( xt+1，yt+1，bt+1 ; g)

( 3)

其中，i为省份; DG ( xt，yt，bt ) 为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基于期望产出最大化，投入和非期望产出最
小化的追求，定义方向向量 g = ( － x，y，－ b) 。GML指数大于 1、小于 1和等于 1分别表示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下降与不变。

2． 核心解释变量
( 1)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 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年平均价) 调整得到以人民币表

示的存量数据。( 2) 结构转型( IND) : 参考干春晖等［26］的研究，采用泰尔指数( TL) 度量产业结构合理
化。计算方法如下:

TL = ∑ n

i = 1
( Yi /Y) ln［( Yi /Li ) / ( Y /L) ］ ( 4)

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处在均衡状态下的 TL指数为 0; TL指数越大，则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3． 控制变量: 环境规制( EＲ)
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 GDP之比来表示;城镇化水平( UＲ) : 以地区城镇人口数占人口总数的比

重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GDP) : 以各省份的人均 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 POP) : 以各省人
口数与各省面积之比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FDI) : 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并按历年人民币汇率
的平均价格折算得到;交通基础设施( TI) : 铁路与公路里程数之和与各省份国土面积之比来表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lnGTFP 450 － 0． 120 0． 120 0． 008 0． 039
lnOFDI 450 － 4． 612 9． 458 3． 863 2． 372
lnIND 450 － 4． 079 － 0． 279 － 1． 650 0． 751
lnEＲ 450 － 5． 812 － 3． 163 － 4． 430 0． 451
lnUＲ 450 － 1． 360 － 0． 110 － 0． 694 0． 270
lnGDP 450 8． 216 11． 768 10． 231 0． 723
lnPOP 450 1． 798 2． 539 2． 149 0． 114
lnFDI 450 － 0． 007 7． 722 5． 088 1． 651
TI 450 0． 035 2． 188 0． 797 0． 491

( 三) 数据说明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可得性，本文以 2003—
2017年为样本区间，选取中国 31 个省份为样本开展实
证分析。2003—2017 年中国 OFDI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余相关变量数据来自相关
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运用两步系

统 GMM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第二部
表 2 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变量 VIF 1 /VIF

lnOFDI 4． 810 0． 208
lnIND 2． 980 0． 335
lnEＲ 1． 300 0． 769
lnUＲ 7． 960 0． 126
lnGDP 9． 650 0． 104
lnPOP 4． 080 0． 245
lnFDI 2． 640 0． 379
TI 2． 480 0． 403

分，分别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区和以 2008 年为时间节点探讨 OFDI、结构
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时空差异;第三部分，采用变量滞后一

期的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四部分，利用面板门槛模型，以

OFDI为门槛变量探讨结构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
在做正式回归之前，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与相关系数两种方法

对文中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中显示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 10; 表 3 中各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最大值为 0. 853。以上检验表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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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关系数表

变量 lnGTFP lnOFDI lnIND lnEＲ lnUＲ lnGDP lnPOP lnFDI TI

lnGTFP 1． 000
lnOFDI －0． 192 1． 000
lnIND －0． 212 －0． 479 1． 000
lnEＲ －0． 258 －0． 007 0． 141 1． 000
lnUＲ 0． 014 0． 654 －0． 744 0． 087 1． 000
lnGDP －0． 203 0． 852 －0． 585 0． 142 0． 853 1． 000
lnPOP －0． 012 0． 656 －0． 654 0． 123 0． 853 0． 798 1． 000
lnFDI 0． 088 0． 632 －0． 607 －0． 212 0． 612 0． 593 0． 532 1． 000
TI 0． 057 0． 591 －0． 624 －0． 189 0． 558 0． 599 0． 528 0． 693 1． 000

可控范围之内，可以忽略多

重共线性所导致的回归偏

差问题。
( 一) OFDI、结构转型

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效应分析

1． 基于全国整体样本
的检验

由表 4 的估计结果可
知，Sargan检验的 p 值均大
于 0. 1，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AＲ( 1) 和 AＲ( 2) 检验表明随机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
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意味着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得以解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项的影响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累积性和持续性的特点，进一步说明本文构建动态面板

模型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模型设置比较合理，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表 4 总体样本系统 GMM逐步回归估计结果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GTFP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L． lnGTFP 0． 146＊＊＊

( 0． 006)
0． 156＊＊＊

( 0． 012)
0． 138＊＊＊

( 0． 014)
0． 111＊＊＊

( 0． 029)
0． 122＊＊＊

( 0． 025)
0． 133＊＊＊

( 0． 028)
0． 113＊＊＊

( 0． 034)
0． 077＊＊＊

( 0． 025)

lnOFDI － 0． 007＊＊＊

( 0． 000)
－ 0． 005＊＊＊

( 0． 001)
－ 0． 005＊＊＊

( 0． 001)
－ 0． 008＊＊＊

( 0． 001)
－ 0． 005＊＊＊

( 0． 002)
－ 0． 005＊＊＊

( 0． 002)
－ 0． 005＊＊＊

( 0． 001)
－ 0． 008＊＊＊

( 0． 002)

lnIND － 0． 014＊＊＊

( 0． 002)
－ 0． 013＊＊＊

( 0． 004)
－ 0． 016＊＊＊

( 0． 003)
－ 0． 018＊＊＊

( 0． 005)
－ 0． 015＊＊＊

( 0． 005)
－ 0． 020＊＊＊

( 0． 005)
－ 0． 016＊＊＊

( 0． 004)
－ 0． 011＊＊

( 0． 005)

lnOFDI* lnIND 0． 000
( 0． 001)

0． 001＊＊

( 0． 000)
0． 003＊＊＊

( 0． 001)
0． 003＊＊＊

( 0． 001)
0． 003＊＊＊

( 0． 001)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lnEＲ － 0． 013＊＊＊

( 0． 003)
－ 0． 016＊＊＊

( 0． 003)
－ 0． 013＊＊＊

( 0． 004)
－ 0． 015＊＊＊

( 0． 003)
－ 0． 014＊＊＊

( 0． 003)
－ 0． 015＊＊＊

( 0． 004)

lnUＲ 0． 137＊＊＊

( 0． 014)
0． 194＊＊＊

( 0． 029)
0． 192＊＊＊

( 0． 037)
0． 186＊＊＊

( 0． 052)
0． 171＊＊＊

( 0． 056)

lnGDP － 0． 021＊＊＊

( 0． 008)
－ 0． 011
( 0． 009)

－ 0． 014*

( 0． 007)
－ 0． 009
( 0． 006)

lnPOP － 0． 090＊＊＊

( 0． 024)
－ 0． 044
( 0． 039)

－ 0． 017
( 0． 026)

lnFDI － 0． 013＊＊＊

( 0． 003)
－ 0． 010＊＊＊

( 0． 003)

TI － 0． 031＊＊＊

( 0． 006)

常数项
0． 008＊＊

( 0． 004)
0． 007＊＊

( 0． 003)
－ 0． 050＊＊＊

( 0． 012)
0． 051＊＊

( 0． 021)
0． 306＊＊＊

( 0． 104)
0． 384＊＊＊

( 0． 125)
0． 382＊＊＊

( 0． 141)
0． 271*

( 0． 150)
AＲ( 1) 0． 068 0． 063 0． 057 0． 051 0． 055 0． 048 0． 049 0． 050
AＲ( 2) 0． 174 0． 165 0． 165 0． 161 0． 165 0． 152 0． 185 0． 208
Sargan 0． 879 0． 906 0． 890 0． 882 0． 918 0． 870 0． 961 0． 949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2) 表中 AＲ( 1) 、AＲ( 2) 与 Sargan的值均为
检验的 p值。

由表 4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中，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即 OFDI 增加会
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假说 1. 1 得以验证。这表明当前中国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未
显现。其原因可能是中国 OFDI起步较晚，发展体系尚不完善，当前 OFDI 主要流向低端服务业，整体
处于低技术状态，企业无法从 OFDI中获得足够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 政府
一味地扩大“走出去”规模，反而可能挤占了部分国内自由资金，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导致国内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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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趋紧和创新所需的研发资金投入不足，同时因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物排放增多，不利于国内技术

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转型，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由于
本文采用的泰尔指数是逆向指标，所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假说 2. 1 得
以验证。这表明当产业结构合理化达到一定程度，各地区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协调发展，使得资源得
以优化配置，产业间的耦合度提升，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 4 中的数据呈现的是显著为正，意
味着 OFDI与结构转型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假说 3 得以验证。这表明，企业
以 OFDI为依托，将传统产业转移至海外的同时为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和资源; 通过向技
术密集型东道国展开 OFDI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而带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提升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控制变量中，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治

理成本，进而占用了企业在自主研发与科技投入方面的资金，阻碍了技术进步，最终影响到产出效率。城
镇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说明人口城镇化可以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明单纯以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环境质量恶化的推

手。此外，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大，在增加水、能源资源消耗的同时也造成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阻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为负，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 FDI而降
低环境规制底线，导致大量污染密集型资本的引入，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此外，中国政府在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道路沿线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物的排放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 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 5 分地区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GTFP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L． lnOFDI 0． 027 0． 144＊＊＊

( 0． 126) ( 0． 041)
lnOFDI － 0． 021＊＊＊ － 0． 008＊＊＊

( 0． 006) ( 0． 002)
lnIND 0． 018* － 0． 027＊＊＊

( 0． 010) ( 0． 005)
lnOFDI × lnIND － 0． 007＊＊＊ － 0． 002

( 0． 003) ( 0．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77＊＊＊ － 0． 019＊＊＊

( 0． 026) ( 0． 006)
AＲ( 1) 0． 137 0． 143
AＲ( 2) 0． 351 0． 306
Sargan 1． 000 0． 996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0%、
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2 ) 表中
AＲ( 1) 、AＲ( 2 ) 与 Sargan 的值均为检验的
p值。

本文将 31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进一
步探讨 OFDI、结构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区域差
异。由表 5 可知，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OFDI 均抑
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充分说明中国当前对外

直接投资质量不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未显现。相比之
下，结构转型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却明显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原因
可能是现阶段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整体发展质量依然不

高，传统的餐饮、旅游业占据较高比重。而随着旅游业低
效、粗放与高速发展，大量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造成了日益
凸显的旅游环境问题［34］，且片面追求服务业发展而忽视制

造业不但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更产生了“空心化”
问题［35］。而随着中西部地区环保意识的提高与产业结构
调整的引导，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

促进作用。OFDI与结构转型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可
以通过 OFDI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来提高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但是，这一系数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这可能是
因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OFDI 水平较低，对
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进而无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3． 时间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 2008 年为时间节点探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 OFDI、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

时间差异。由表 6 可知，在 2003—2008 年期间，OFDI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 2008 年以后，
OFDI则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表明中国对外投资步伐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放缓。
从国际层面看，为缓和金融危机，不少国家为吸引外资放宽管控，且许多国外优秀企业的资本大幅缩

水，亟须资金补充，这为中国资本进入与国内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提供了机遇; 就国内来说，中国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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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相对较少，而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遭受重创，这客观上不会对中国 OFDI 总量
产生较大影响。从结构转型来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较小，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产业结构合理
化水平已有很大的提升，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虽然受金融危机冲击淘汰了一
大批低端产业和落后产能，但是这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产业空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两
个时间段内，OFDI与结构转型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 OFDI确实可通过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
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因不可测量的误差而导致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采取对各变量取滞后一阶的方式进

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发现，主要解释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方向和显著性
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可以判断上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6 分时段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GTFP

2003—2008 2009—2017

L． lnGTFP 0． 550＊＊＊ － 0． 043
( 0． 070) ( 0． 035)

lnOFDI － 0． 016＊＊＊ 0． 013*

( 0． 003) ( 0． 006)
lnIND 0． 004 － 0． 023*

( 0． 005) ( 0． 012)
lnOFDI × lnIND － 0． 006＊＊＊ － 0． 000＊＊＊

( 0． 002) ( 0．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342＊＊ 1． 232＊＊＊

( 0． 135) ( 0． 212)
AＲ( 1) 0． 115 0． 013
AＲ( 2) 0． 891 0． 190
Sargan 0． 102 0． 298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2) 表中 AＲ( 1)、AＲ( 2) 与
Sargan的值均为检验的 p值。

表 7 总体样本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GTFP

L． lnGTFP － 0． 049＊＊＊

( 0． 008)

lnOFDI － 0． 007＊＊＊

( 0． 001)

lnIND － 0． 002

( 0． 002)

lnOFDI × lnIND － 0． 001＊＊＊

( 0． 000)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0． 022＊＊＊

( 0． 003)

AＲ( 1) 0． 092

AＲ( 2) 0． 203

Sargan 0． 860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0%、5%、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2) 表中 AＲ( 1)、AＲ( 2)
与 Sargan的值均为检验的 p值。

( 二) 结构转型与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基于 OFDI的门槛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 OFDI发挥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以 OFDI 为

门槛变量深入研究结构转型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 门槛效应检验
从表 8、表 9 与图 2 的门槛检验结果和门槛估计值中可以看到，OFDI 存在单一门槛，且门槛值为

1. 498 9。

表 8 门槛存在性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值 P值 BS次数
临界值

1% 5% 10%

OFDI 单一门槛 37． 870＊＊＊ 0． 007 300 20． 760 26． 910 32． 795
双重门槛 16． 290 0． 203 300 20． 847 24． 080 31． 935

注: p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 bootstrap模拟 300 次取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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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变量 门槛数 估计值 置信区间

OFDI 单一门槛 1． 498 9 ［1． 381 3，1． 950 7］

表 10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OFDI

lnEＲ － 0． 020＊＊＊

( 0． 005)

lnUＲ 0． 089＊＊

( 0． 036)

lnGDP － 0． 040＊＊＊

( 0． 009)

lnPOP 0． 040
( 0． 055)

lnFDI 0． 003
( 0． 003)

TI － 0． 020*

( 0． 011)

IND( OFDI≤1． 498 9) 0． 095＊＊＊

( 0． 033)

IND( OFDI ＞ 1． 498 9) － 0． 002
( 0． 029)

常数项
0． 306＊＊

( 0． 12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2．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对面板门槛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10

所示。
由表 10 可知，当 OFDI 水平低于门槛值 1． 4989

时，其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系数为正。鉴于上文所述，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逆向指标，这表明 OFDI 不利于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主要原因可能是: 政府在追求
OFDI总量增长的同时忽略了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投
资区位的合理布局，中国的 OFDI多集中于发展中国
家低端产业，从而抑制了 OFDI 对结构转型的影响;
就投机动机来说，中国的 OFDI主要是市场寻求型与
资源寻求型，旨在缓解国内资源能源匮乏等问题，这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固化了母国传统粗放型

发展模式，导致污染排放增加，进一步阻碍了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 OFDI水平跨过门槛值之后，
其对结构转型的作用由抑制转为促进。这说明随着
OFDI的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将国内高污染行业转移
到国外的同时将资本深入到发达国家技术相对密集

型和清洁生产型行业，引致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

升了母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进而提

高母国的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促进了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

图 2 门槛存在性检验示意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3—2017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运用两步动态系统 GMM 估计方法
和面板门槛模型深入探讨了 OFDI、结构转型对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
下: ( 1)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逆向技术
溢出效应尚未显现; 结构转型促进了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 OFDI与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存在协同提升效应。( 2 ) OFDI、结构
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时空差

异。( 3) 进一步研究发现，当 OFDI 为门槛变量
时，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起到

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 1)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在于技术进步，而提

高技术水平可通过模仿领先技术和自主创新两种途径来实现。从获取的难度和效率来看，技术模仿
比创新更具优势。技术模仿的渠道有引进 FDI和鼓励国内企业 OFDI，但是通过 FDI 获取的更多的是
丧失竞争优势的被发达国家所淘汰的落后技术，对于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挥的作用有限，

而 OFDI对先进技术的获取更具有针对性和主动性，因此，我们更应该将重点放在 OFDI 上，坚定不移
地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嵌入国际市场，学习先进科技，提高自身竞
争力，带动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 发挥 OFDI 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能盲目追
求 OFDI规模的扩大和增长速度，更应注重 OFDI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跨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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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实现投资动机从原来的以市场、资源寻求型为主转向效率和技术寻求型，完善市场机制，提
高金融发展水平，为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营造良好的吸收消化环境。( 3) 中国各地
区要切实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差异化的 OFDI 政策。如东部地区在推行 OFDI 更应注重向
高技术的发达国家靠拢，从海外获取先进的绿色清洁技术，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而对于中

西部地区，要着力培育良好的吸收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发挥 OFDI对于结构转型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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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w 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OFDI)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WANG Keliang，XU Ｒuyu，ZHAO Bin
( School of Economic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with China＇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7，the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 GML) productivity index is used to measure the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of each province，and a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are built to explore deep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structure transfor-
mation and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OFDI
on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has not yet appeared，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has promoted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and OFDI and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 2) There ar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OFDI and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n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 3)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hen OFDI is set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the impact of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n green total-factor productiv-
ity shows the feature of“first restrained and then promoted”．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China should deepen it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further release its“Going Out”strategy，and optimize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so as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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